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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主要还是想搞清楚中国人是怎么来的，世界其他文明为什么跟中华文明不一样？到底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使地球上不同地区的人做出了那么不同的选择。




 

 

对话陈志武：不管哪个年代，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都非常大

商业造就了规则和秩序。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姚赟

从稳定中寻求安全感，这本就是人类天性。但在如今的局势下，地缘冲突不断、新冠疫情的反复也增添了众多不确定性。在不得不面对多变大环境的背景下，习惯动荡、理解动荡或许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出路。

整部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努力，试图在这个充满危险、动荡的世界中获得安全和稳定的历史。

企业家和商业在文明的走向中，起到了哪些作用？未来的婚姻关系将会发生哪些改变？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国家、商业、金融、全球化等文化、组织和制度创新，又是在什么背景下兴起，如何帮助人们应对自然和社会风险的？

“市场退则暴力起，暴力起则文明衰；市场进则暴力息，暴力息则文明兴。”陈志武教授在《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一书中概括了市场、暴力和文明的关系，而风险应对力则是穿越这些周期的核心能力。

近期，《中国企业家》对话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与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耶鲁大学原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聊了聊“文明、风险与企业家精神”，核心观点如下：

1. 1000年前，中国没有金融市场，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真正的大规模金融市场、负债累累，所以没法用债务大周期这个概念理解人类历史。这个概念或许可以帮助理解过去几百年的人类历史，但没法以此解读人类过去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

2. 在我看来主要是两方面的挑战，驱动了人类想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第一个挑战，主要还是来自风险。非常态的生活，给人类带来苦难、暴力、战争，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另一个挑战，就是生产力，物质生产能力不足。

3. 在周公孔子他们那个时候，不希望中国社会靠市场化、货币化的交易，解决人与人之间的跨期互助。他们觉得靠血缘关系、姻缘关系、三纲五常，这些可以更好地实现人与人之间，至少是族人之间的跨期互助、资源共享。看起来，这种方式更加温情脉脉，他们觉得基于血缘体系的合作，更能带来安全感。

4. 企业家通过自己承担一些风险，去尽量帮助社会不同群体分解风险，这是企业家贡献社会的方式之一。我们不能根据表面的感觉，说商人总是喜欢赚钱，就一棍子把商业整个打倒，在道德上去谴责他们，指责他们。

5. 今后，会把婚姻更加定位于感情，定位于爱情的角度去发展。当然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大家一旦更看重感情以及爱情在婚姻中的位置的话，那必然离婚率会上升。

以下为对话，有删减。

 

挑战，驱动人类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

《中国企业家》：读过很多您的著作，比如像《金融的逻辑》《财富的逻辑》，有一个感觉，感觉这本《文明的逻辑》有点不一样。感觉更加逼近底层逻辑和本质，这是什么原因呢？

陈志武：《文明的逻辑》算是对我过去十几年研究与思考的总结。也许是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关注的话题越来越回到更本原的东西。可能很多朋友也是这样，二十几岁的时候，对各种知识都非常兴奋，喜欢学习，每天可以学到很多新知识。三十几岁时，成家了，一家老少都依赖你，于是以饭碗为重。而到了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就会想一些更根本的问题，人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了什么活着，为什么有婚姻、有宗族、有宗教，为什么有国家、有公司、有市场等等。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看了一些现象，带出一些疑惑，这是一个挺自然的好奇心驱动的过程。我的研究主要还是想搞清楚中国人是怎么来的，世界其他文明为什么跟中华文明不一样？到底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使地球上不同地区的人做出了那么不同的选择。

《中国企业家》：“从哪里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陈志武：是的，所以我还会继续探索很多年。

《中国企业家》：当我们评估人类历史时，有的人会选择不同的尺子。瑞·达利欧在他的新书《原则2》里提到，他选择的尺子是债务，就是人类不同国家债务的变化，而您研究文明选择的尺子是风险应付。您为什么选择这把尺子？

陈志武：国家也好，企业也好，还是家庭也好，都可能会借钱花，以此发展出债务市场。但这是近代的人类发展，以前没有的。回到1000年前，中国没有金融市场，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真正的大规模金融市场，更谈不上负债累累；所以，用债务大周期这个概念解读人类历史，最多能帮助理解过去几百年的人类历史，或者说能解读西方近代史，但没法以这个来理解人类过去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如果想了解人类几千年前、几万年前，到底是遇到了什么挑战让人类开始往文明化道路迈进，肯定不是因为债务太多的问题。

在我看来，主要是两方面的挑战，驱动了人类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

第一个挑战，也是最大的挑战，来自风险。风险一旦发生，会把人类带入非常态，而非常态的生活，往往挑战人类的生存，让人活不下去，导致苦难、暴力、战争。另一个挑战，就是在常态生活下的物质短缺问题，也就是生产力不够高，物质生产能力不足。

简单说，常态下可能人们只能四成饱、五成饱，希望提升生产力，以达到七成、八成饱，那是锦上添花的挑战；而风险带来的非常态生活，比如旱灾、水灾、地震、瘟疫、战争这些风险事件冲击下，人们面对的是生与死的挑战，是数量级完全不同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至少到工业革命之前，风险是比生产力更重要的催化剂。如果人类自古就不面对风险挑战，可能就不会有苦难、暴力、战争。为了避免风险带来的非常态生活，人类必须寻求文化创新、社会建构创新、制度创新，去建立规则和秩序，让人的行为更讲文明、守规矩、讲道理，使人与人之间的跨期承诺、风险互助更加可靠，降低通过野蛮暴力、通过掠夺求生存的必要性。一旦风险挑战被削弱了，人类自然变得更文明。

1780年前后，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之后，物质生产能力出现根本的飞跃。如今，中国更多关注的是怎样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而这些只是人类近两百年才有的“烦恼”。这也是为什么，人类文明史与其说是物质生产能力不断提升的历史，还不如说更是风险应对能力不断提升的发展史。

《中国企业家》：刚刚您说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人类有债务，甚至把金融当成一种应对风险的工具，这是最近几百年的事。当我们探讨“人从哪里来”的时候，我们的视角、维度应该更往前延展，而不仅仅是用债务这一个尺子。

陈志武：是的。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金融市场出现的很晚。比如在中国，尽管《周礼》中就谈到泉府做一些放贷，但实际在中国社会里，那些早期借贷的规模都很小，而且是在比较小的熟人范围之内，也没有国家负债。借债范围延伸到陌生人之间、参与人数大大提升、借贷金额猛涨，这是十三世纪的欧洲才发生的事，更是工业革命以来才有的新特征。

（编者注：《周礼·地官·泉府》中提到，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楬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 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

《中国企业家》：您在书中也谈到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借贷收取利息是不被宗教或其他规则所鼓励的，以这种跨期交易来应对风险，必然伴随着原来的宗族、家族人和人之间联系的衰落。

陈志武：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回到孔子时期，或者是更早一些的周公时期，来看待人类的生存挑战，我们会想什么？管子2600多年前说，对于农人，最大的特点是“年有余而月不足”：一年的平均产出可能剩余，但遗憾的是一年中有几个月青黄不接、会经历严重的粮食短缺，如果没法活过那几个月，“年有余”又有啥用呢？——这是需要首先解决的挑战。

管子谈到如何在农人之间实现以有余补不足的问题，也就是怎样解决人与人之间的跨期合作、互助的问题。比如，我家正好存了一些去年剩余的粮食，而你家可能去年收成不太好，所以到今年3、4月没吃的了。于是问我，有没可能从我家借一些粮食，然后你保证一年或者两年后还给我。

但就碰到一个问题——怎么相信你将来会还粮？那时的先知先觉，想到了一个答案——血浓于水。血缘关系应该是靠得住的，因为血缘是天生的自然关系，不管亲戚们喜欢不喜欢，这种关系永远改变不了。如果以血缘作为跨期信任的基础，进行跨期合作，实现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加以各种文化道德伦理规范，亲戚间就不用担心谁会卷款而逃，跨期物质交换就有了诚信基础。

周公、孔子选择了靠血缘维系这个互助体系。我们说的三纲五常名分等级秩序，就是基于血缘和姻缘建立的。为什么儒家，特别是孔子，排斥商人、商业、钱？为什么儒家抑商？在我看来，是因为儒家不希望中国社会靠冷冰冰的货币化交易解决人与人之间的跨期互助。在他们看来，靠血缘、姻缘，靠基于三纲五常的“义”实现族人之间的跨期互助、资源共享，那更加温情脉脉，更加有安全感。

所以，在儒家的这个愿景下，就延伸出后来中国社会的抑商文化，包括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也是围绕血缘、围绕儒家的愿景，而不是围绕陌生人市场所需的制度建设。

不管哪个年代，企业家的贡献在应对风险方面的贡献都是非常大的

 

《中国企业家》：您的书中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随着商业文明的发展，整个人类社会越来越摆脱了野蛮，商业成为了人类抗拒风险、特别是自然风险应变的一个重要手段。当然它也产生了其他新的风险。那么，企业家精神在人类跟风险的博弈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陈志武：主要还是帮助社会个体解决生存需要的问题，包括提升个体应对风险的能力。而企业家为了帮助个体（即客户）消除风险冲击，自己必须承担很多风险，面对不确定性。

从这个角度讲，不管哪个年代，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以自己承担更多风险，帮社会解脱、消散风险，让社会过上更平稳的常态生活。

比如说，中国社会一直痛恨的“投机倒把分子”，他们也是企业家：当一个地区遭遇旱灾或战争冲击，发生物资短缺、出现灾荒时，他们从物资有余的地方低价进货，但运输途中历经风险，包括被土匪抢劫、战乱中被打，将货物送到稀缺并因此高价的地方，卖出盈利。表面看这是逐利使然，但这是雪中送炭，帮社会救急救命。

高利贷是另一个例子。我们通常认为高利贷者也是“坏人”。但是，很多研究告诉我们，之所以有人愿意去借高利贷，是因为他们面对的生存挑战太大了，如果借不到钱，可能活不下去，或者自己的企业活不下去。由于靠高利贷生活的人，自己的收入很不稳定，所以，任何人借钱给他们，都肯定承担很大的风险，血本无归的风险。高利贷是典型的由企业家帮其他个体承担风险的业务，靠承担他人的风险而赚钱的业务。

芝加哥大学茂斯（Adair Morse）教授，针对加州1300多个社区做了非常详尽的研究。这个研究中，观察那些允许高利贷业务的社区和禁止高利贷业务的社区，在应对自然灾害冲击时，谁的抵御能力更强？她的研究表明，越是允许高利贷机构从业的社区，自然灾害冲击之后，暴力上升的幅度明显要低很多。包括夫妻吵架的次数、心肌梗塞叫救护车的次数，灾害冲击后都会有所上升，但在允许高利贷业务的社区，这些增幅都要小很多。

如果从法律上把高利贷业务都禁止掉，这样一来，有经济困难的人怎么活下去？亲戚朋友可能连门都不开，正规银行因为怕风险也对他们不开放，那么，这些人剩下的只有什么路可走呢？

《中国企业家》：铤而走险。

陈志武：大概率就去抢，去偷，去违法，或者是去打砸银行。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稍微理智地去推敲一下，用一些大数据，做些实证研究，很快就会发现，恰恰是因为高利贷机构，帮社会减少了很多犯罪。

《中国企业家》：教授您刚刚举的这个例子特别鲜活，是否可以用一个比喻来概括您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啤酒有泡沫才好喝，我们不一定喝泡沫，但是也不用惧怕泡沫的产生，其他技术也是这样，可以这么理解吗？

陈志武：对。

《中国企业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您在书中专门谈到，社会对待商业的态度会显著影响文明演变的轨迹。在中国文明演进的框架中，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变化呢？

陈志武：孔子特别强调“君子义以为质”“君子义以为上”。在孔子看来，以义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是最理想的境界，不管是风险互助还是其他互助，都如此。正因为这点，前面说到，儒家历来排斥商业和商人。

相对而言，西方的很多哲人，特别是18世纪的孟德斯鸠，对商业看得很正面，认为商业贸易更能带来文明、和平。原因很简单，因为贸易关系中的买方和卖方必然相互依赖，买方从卖方的东西中受益，而卖方从买方支付的东西中受益，有利益捆绑在一起的各方不会有激励伤害对方的。

当人们相互依赖的时候，各方会表现得文明，更愿接受一些规则和秩序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社会一直没有真正解放商业的道德地位。即使到今天，如果你问社会中多数人，他们都会说，商人不可信。我们有一个说法是什么？

《中国企业家》：无奸不商。

陈志武：对，类似这样的话，反映了人们对商业的道德质疑至今未熄。我在书的第八章，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研究，其中包括对其内曼人（Tsimane）的研究。过去几十年，很多人类学者跑到南美洲的亚马逊森林地带，研究那些不同的原始土著社会，看商业市场对他们的生存有何影响。研究表明，那些离农贸市场越远的土著居民，就越难以享受到商业市场带来的平滑消费水平的好处，就更会饥一顿饱一顿，他们身体的BMI，就是身体质量指数，普遍会比较低，他们骨头上的哈里斯线就更多。

生物学者研究人体的结果发现，从出生到成年期间，每次经历长时间的饥饿，都会使那段时间里成长的骨头不太丰满，等饮食恢复正常后，新长的骨头段就会比较丰满一些。从墓地里挖出来的人骨上，就显现出凹凸不平的一条条线，当初发现这个规律的学者叫哈里斯，后来的学者就称其为哈里斯线：根据哈里斯线的数量多少，即可判断一个人成长时期所经历的大饥饿的次数；骨头上哈里斯线越多，说明成长过程中经受的饥饿冲击次数就越多，消费风险就越大。

离农贸市场越远的其内曼村庄，当地人的哈里斯线就越多。就是说，在他们小时候，饱一顿、饿一顿的经历就越频繁。侧面来看，那说明他们应对风险的能力非常差。而那些离农贸市场近的村庄，居民应对天灾人祸风险的能力就更高。

这些研究非常具体地证明，商业的社会价值非常大，我们不能根据表面的感觉，说商人逐利，就一棍子把商业打倒，从道德上去谴责。

《中国企业家》：人骨的这个例子非常贴切，我们有时候看历史时，不要只看一个纵切面，还需要横切面和纵切面结合到一起看。这样才更能发现商业在整个文明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什么。

陈志武：是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更多地把时间精力放在做研究和写书上。

 

婚姻关系不再是一种风险对冲方式

《中国企业家》：您觉得未来文明社会的婚姻会怎样？从风险角度来说会有变化吗？

陈志武：人类婚姻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说，最近几年，不愿意结婚，恐婚、恐育情况增多。这让很多家长急死了，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不仅是中国社会如此，稍微发达的其它国家也都经历了同样的趋势。

美国在1960年，也就是60多年前，18岁以上的成年人里，不管男的女的，大概100个人里平均有24个单身生活。到了2008年，100个成年人里有48个单身生活。到现在，超过一半的成年人是单身生活的。这个趋势在北欧更加显著。

这说明，男女婚姻关系从原来不可没有，转变为了可有可无。中国社会原来强调“养儿防老”。如果不结婚，子女从哪来？靠什么解决生老病死的风险挑战？因此，婚姻、生儿育女是避险的需要。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愿结婚，结了婚也越来越不愿生小孩，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人本身变了吗？还是可供人们选择的解决风险挑战、解决风险互助的手段发生了变化？

我在书的第四、第五章谈到，正因为如今金融市场、商业市场发达，再加上政府福利支持，解决生老病死风险挑战的手段多了很多，不必要靠婚姻、靠“养儿防老”来解决了。因此，跟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结婚，或者结了婚后要继续跟一个没有感情的人过一辈子，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原来是没办法，为了生存、生老病死风险挑战，哪怕跟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人，也愿意结婚。

而现在，市场手段、金融工具，再加一些政府福利和单位福利，把许多经济需要、避险需要解决了，不必通过勉强的婚姻去解决了。今后，婚姻会更多定位于感情，定位在爱情上。当然，一旦更看重爱情在婚姻中的位置，离婚率也必然会上升；没有感情的婚姻，可能更多会终结。

《中国企业家》：当一件事从必选项变成可选项后，肯定会发生很多变化。

陈志武：也正因为婚姻不再是为了“养儿防老”，许多国家把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本身就是对婚姻内涵的颠覆。这也是为什么，不管是文化、观念、社会组织、国家，还是迷信、宗教等，这些跟我们的生活非常相关的话题我都会非常关注，值得花大量篇幅去解读，弄清背后的风险逻辑。我们都应该更多理解自己生活中各种选择背后的逻辑，而不是莫名其妙地看到别人结婚我也结婚，别人做什么我也做什么。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稀里糊涂地浪费一生，会太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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